
据2000年人口统计，贵州省西北部的“穿青人”计约67万。其中，毕节地区约54万人，安顺市约8
万人，六盘水市约2万人，其它地区共约3万人。织金和纳雍两县穿青人最多，均超过20万人。穿青人作

为中国尚未正式认定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人们共同体，目前学界对其族源和族称鲜有涉及，研究者仅有杨

然、陈宏枢、王景才等数位。至今贵州穿青人及其先民族源和族称的学术探讨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话

题。本文基于历史文献的分析及田野调查的认识，试图从历史文献学和民族文化学的角度对这一人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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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代贵州方志中对“穿青人”及先民 （土人、里民子） 的族源、族称多有记述。通过分析，有几点值得厘

清：第一，“土人”与土家族先民具有深厚的渊源关系；第二，“土人”是一个多民族人们共同体；第三，“土人”与

“里民子”并非一脉相承；第四，“穿青人”先民的主体是“里民子”。厘清“穿青人”及先民的族源和族称等相关问题，

有利于专家学者对“穿青人”有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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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的族源、族称及相关问题做一些肤浅的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贵州方志中族源的记载

穿青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部分成员。贵州方志记载和学界共识，穿青人是由“土人———里民

子”发展而来。明清、民国及当今贵州方志对穿青人及先民的族源多有记载。
（一） “土人”族源

贵州方志对穿青人先民“土人”的来源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1．思、播流裔说。《万历黔记》、《光绪水城厅采访册》和《宣统贵州地理志》对“土人”的记载

均有“在施秉县者，多思、播流裔”[1] （P409）、“土俗：思、播流裔”[2] （P293） 或“土人……在施秉者，多

思州、播州宣慰司流裔”[3] （P518） 之说。《康熙黔书》“苗俗”同样有“土人……在黎平府曹滴司者，

多思、播流裔”[4] （P480- 481） 的记载。众所周知，思、播两州是唐代以来的建置，宋代三穗、镇远一带的

邛水县，属思州安抚司管辖。今贵州黎平、锦屏、三穗、镇远、施秉等地元代时均隶属思州宣慰司。明

朝初年，黄平等地隶属播州宣慰司。明初思州土司被裁革后，始置贵州布政使。贵州方志称“土人”为

“思、播流裔”，说明土人是宋、元以来思、播土司所管辖的土民[5] （P40）。明清以来居住在贵阳附近及以

东属于“思、播流裔”的“土人”因“与军民通婚姻”、“渐染华风”、“改汉装”，或逐渐同化“已变

汉矣”，或融入其他少数民族[6] （P21）。笔者认为，明代及清前期的土人应为少数民族，贵州历代方志将其

列为“蛮夷”、“苗蛮”、“土民”或“汉族同化者”就是佐证。
2．宋家后裔说。所谓宋家，是水东土司宋氏统治下的人们，在较长时期内也曾被认为是“土人”。

故道光《安平县志》有“一说土人，楚人也”的记载；民国《平坝县志·民生志》也有“土人即楚人之

讹。宋家系楚人，土人即专指宋家”、“宋家俗又呼为穿青，平邑此族尚多”一说。贵州历史上的水东

宋氏土司，为明代贵州四大土司之一。因长期统治今鸭池河以东 （今贵阳、修文、龙里、贵定等地区）

而得名，由于其衙署长期在洪边寨 （今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寨镇），故又名洪边宋氏。据传水东宋氏原籍

镇州 （今河北正定），隋代随军入黔。明初，宋钦与水西霭翠归附明朝，世袭贵州宣慰同知之职。有明

一代，因水东宋氏叛服无常，明朝于崇祯四年 （1631年） 革除宋氏土司职，结束了宋氏对水东地区长达

千余年的统治。宋氏土司治下的民众在汉政权的压力下也逐渐汉化[7] （P27- 28），部分人群进入水西腹地，

成为今穿青人的先民。
3．避难逃罪说。道光《安平县志》载：“一说土人，楚人也，元末从陈友谅反，及明太祖灭友谅，

分兵剿其余党，反者皆逃入夷蛮中，以避诛戮。”[8] （P112） 民国《平坝县志》也载：“宋家……元末从陈

友谅反，友谅灭，明分兵剿其余党，乃相率而逃之南中，以避诛戮。以其来自楚，故又呼此种人为楚

人。是以宋家来自逃罪。惟平坝宋家确来自何年则不可考。”[10] （P67） 这说明在明初确有部分土人 （包括

宋家） 或为“避难”而来，或是“逃罪”而至。
（二） 里民子族源

里民子的族源比较一致，即持“外省流寓”之说。道光《安平县志》载：“土人……一名里民子，

衣尚青，妇人以银索盘头，与屯堡人无甚差异。”[9] （P112） 之后，咸丰《安顺府志》有“里民子，相传皆

外省籍，其流离本末无考”[10] （P198） 等记载。其后，民国《清镇县志稿》和民国《朗岱县访册》也有类

似记载。这些记载趋同存异，大多传抄于道光《安平县志》。
（三） 穿青人族源

《毕节县志》 载：“穿青人，旧志中少有记载，但民间称谓已久。” [11] （P155） 贵州在近二十年所

修方志中，在介绍穿青人或论述民族识别问题时，大多有穿青人族源问题的叙述。 《织金县志》
载：“从汉文献记载穿青先民早期的活动地域及习俗看，其基本成分是骆越后裔俚僚即五溪蛮中的

一部分发展而来。穿青人先民早期居地在五溪地区的西南部，即宋元时期思州所辖的镇远、施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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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穗和播州所辖的黄平一带。稍后有部分徙居龙里、贵定和贵阳周围，故史志称之为‘思、播流裔’。
明洪武十五年 （1382年），明军取道贵州征云南，居于贵阳周围的穿青人先民被迫迁入水西的水外六

日地即今清镇、平坝以西的鸭池河及三岔河东岸一带。继后，陆续迁入水西内地，发展为现今的穿

青人。”[12] （P162） 《大方县志》 载：“穿青”也称“土人”，与古“俚人”有一定渊源，称“里民”，

另有“穿青”、“羡民”、“民家”三称。本县穿青人来自清镇的排沙 （今流长区沙鹅乡） 和织金以

那架[13] （P165）。 《平坝县志》 载：穿青人，一说源于宋国，称“宋家”；一说为屯军之亲眷，与屯军

先后至者，县内旧有“土人”、“里民子”、“县民”的称谓，以区别于屯军 [14] （P108）。 《清镇县志》
载：穿青人先民于明洪武年间调北征南时到贵州。迁至清镇县境时，先住谷地里、谷上里、谷下里、
排杉等地，后搬迁各地。因进贵州时打青旗、穿青衣而得名，历史资料上称“土人”、“旧人”、“里

民子”、“宋家”等[15] （P860）。《水城县志》说：穿青人族源众说不一，据民间家谱所记，属外来说。
即祖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明洪武三年至七年 （1370－1374年），朱元璋调北征南时，随军入黔。有的

系经商而来，先到独山，经贵阳最后迁入今水城比德[16] （P208）。《赫章县志》载：赫章的穿青人为清代以

后从水城、纳雍迁入，自称“穿青”[17] （P118）。《威宁县志》载：穿青人多数于清雍正、乾隆年间从贵

阳、大方、纳雍、黔西各县迁入威宁，迄今200多年[18] （P130）。上述穿青人族源众说，或沿袭旧志，或

略作修改，或源于家谱，或作文献考证及民间考察，《织金县志》的记载可采信。
二、贵州方志中族称的记载

数百年来，穿青先民及穿青人与贵州各族人民不断交往，历代地方史籍不绝于书。但由于朝代更

迭、时局变化，加之穿青先民的迁徙，遂使穿青先民族称时有变异。这给史学家和民族学家深入研究穿

青先民的历史造成了障碍。[19]

据贵州有关方志记载，穿青人的族称早期叫“土人”，接下来叫“里民子”，后期叫“穿青”。[20]

《大方县志》又载：“穿青”也称“土人”。与古“俚人”有一定渊源，称“里民”。另有“穿青”、“羡

民”、“民家”三称[13] （P165）。在《清镇县志》、《赫章县志》、《织金县志》等方志对“穿青”的族称均

有阐述。《平坝县志》解释“穿青人”说：“因衣饰喜青色，俗称‘穿青’。”[14] （P108） 笔者认为，“穿

青人”族称当与其先民“衣尚青”有直接关联。
（一） 土人

一般而言，“土人”即土著居民，这也是早期对南方土著少数民族的泛称。贵州方志称“土

人”，是因为他们“居土日久”，是贵州的土著民族，这是以居住的历史状况来称呼的。随着民族的

迁徙、融合，在一定范围内，“土人”一词逐渐演变成某一民族实体的专称。明清时期贵州方志所

载的“土人”是专指一个少数民族集团 [6] （P18）。贵州“土人”这一称谓在明代弘治 《贵州图经新

志》、嘉靖 《贵州通志》、万历 《黔记》 及清代康熙 《贵州通志》、乾隆 《贵州通志》 等史志中均有

记载。
1．明代贵州方志中关于“土人”的记载。贵州方志中最早记载“土人”的是明代弘治年间的

《贵州图经新志》，该书在《思州府》“风俗”条载：“旧志土人每岁自正月元日为始，每晨汲后不

许更汲，浣污秽其河，来者亦不许入其村落，有犯则以为不祥，群訾责之，如是忌者，凡一、二、
七日始解。” [21] （P49） 同书 《思南府》 “风俗”条“采砂为业”有“土人以皮帽悬灯于额，入坑采

砂”及“土人倚为生计” [21] （P54） 等记载；该书 《铜仁府》 “风俗”条有“土人稍知礼义” [21] （P82）

的记载。
嘉靖《贵州通志·风俗志》对“土人”是分区域记载，除思州府、思南府内容与《贵州图经新志》

“风俗”条所载内容相近外，其它区域尤为详尽[22] （P269- 270）。
除涉及贵州省的三部方志外，嘉靖 《思南府志》 也有记载：“郡西北，若水德蛮夷、若务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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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沿河，号曰土人，有土蛮，稍平易近俗而彼此亦不皆同。”[23] （P491）

2．清代方志中关于“土人”的记载。清代《嘉庆一统志》对“土人”有记载：“土人，在贵筑、贵

定、广顺等处，与军民通婚姻，男子事贸易，妇人力耕作，岁时礼节，皆同中原。黎平府亦有之。”[24] （P36）

这是国家志书对土人的记述。
贵州省各地的方志对“土人”记述颇多，详略各异。道光《贵阳府志》与《康熙黔书》“苗俗”内

容基本相同，更着重强调土人“今已变为汉人矣。”[26] （P1609） 道光《安平县志》载：“土人……一名里

民子，衣尚青，妇人以银索盘头，与屯堡人无甚差异。妇女不缠足，男子娴贸易，耕作多妇人为之。称

曰县民，以别于屯军也。岁时礼节，俱有楚风。[8] （P112） 宣统《贵州地理志》载：“土人，所在多有在

广顺、贵筑、贵定者，与军民通婚姻，岁时礼节具有华风。男子间贸易，妇人力耕作”。[3]

从上述史料可见，“土人”一词在明清各级方志中累书不绝，清末以降，少有再用“土人”名称记

载。明清时期贵州“土人”既与其他少数民族并举，说明至少在汉族封建知识分子的修史志者看来，

“土人”已具备了自身的特点；但是他们的居地分散，风俗各异，显然并非属于同一个族体，而是一种

泛称。杨然博士认为，“土人”是汉化的土司治下的比土司本身汉化程度低，却又比其他少数民族汉化

程度高的土著，也即是史志中所谓的“熟苗”[7] （15- 16）。如果说明代贵州“土人”还是一个倾向于汉化但

仍带有比较突出的少数民族特点的多个人群集团的泛称的话，那么，清代以降的贵州“土人”通过移

徙、交流，逐渐融合汉化，与汉族并无多大差异了。故道光《贵阳府志》直截说，“土人……今已变为

汉人矣。”[26] （P1609）

（二） 里民子

在清代和民国时期贵州方志中，对“里民子”的记载不绝于书。乾隆《黔南识略·水城通判》始有

“里民子”名称出现，并强调“男皆剃发，通汉语，颇知耕织。”[27] （P498）

在清代中后期及民国时期方志中均记载了“里民子”的分布区域。嘉庆《黔记》载：“里民子，在

贵阳、黔西、大定、清镇等处。”[28] 道光《大定府志》提到水城有里民子，“俱杂处境内诸寨。”[29] （P305- 306）

宣统《贵州地理志》和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俱载：“里民子，在贵阳、黔西、大定、清镇等处”[3] （P519 )

或“在清镇、大定、黔西。”[30] （P331） “里民子”的分布区有三大特点值得注意：一是他们都分布在原水

西土司的领地内；二是他们有连片的聚集区；三是其分布区靠近交通线和大城镇。这表明“里民子”与

彝族土司的关系十分密切。[31] （P266）

贵州方志对“里民子”的经济生活方式、语言服饰、风俗习惯和岁时礼节等记载颇为详细。嘉庆

《黔记》载：“里民子……男子多贸易，妇女穿细耳草鞋，勤俭耕作，闲则纺毛布作衣，爱养牲畜，

常带入山作活。每岁节与汉人同。”[28] 民国《清镇县志稿》 载：“里民子……衣尚青、妇女不缠足，

耕田。”[32] （P539） 民国《镇宁县志》载：“李民子，语言装束渐同汉族，惟妇女不缠足，以是知之。今

则无甚差别。西乡果寨一带犹有李民子遗裔……他若水城、威宁之李民子，犹复短衣长裙，另有乡

谈。”[33] （P593） 民国《郎岱县访稿》甚至还详细记述了“里民子”的居处：“理民子……西门外坝子上

有，姑娘寨、金家寨、乌头寨、青杠林、勾家寨、卢家寨等处皆是。”[34] （P407）

由上述文献记载可见，“里民子”这个名称，明代典籍未曾提及。有的专家学者从民族文化学角

度分析认为：由于“里民子”的分布区域与贵州彝族水西土司的领地完全重合，他们进入汉文典籍

又是在彝族土司覆灭后，足见他们是原彝族土司的荫庇户。与“宋家苗”和“蔡家苗”相比，他们

的凝聚力不强，对土地的占有不稳定，受彝族荫庇的时间不早，其地位也不高。追述其根源在于：

不管是在彝族或是汉人的眼光中，“里民子”的前身都不是一个定型的人群集团，而仅是彝族荫庇

下的散户。李汉林先生还认为，“里民子”的前身很可能是明代军屯或民屯中因不堪严刑峻法、脱

籍逃入彝族地区的汉族居民。由于他们是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不同目的的情况下分别进入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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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因而他们不能形成定型的人群集团。这是明代及清前期贵州方志中没有“里民子”名称的

根本原因。[31] （P314）

（三） 穿青

“穿青”一词最早在光绪《平远州续志·地理志》中有“穿青夷民”的提法，这是清末官方对这一尚

在形成中的人们共同体的称呼。所以称为“穿青”，是从“衣尚青”而得名，这是以其服色特点来称

呼的。这种称呼先是他称，进而“穿青”之名被穿青人接受了，成了他们的自称。[20]《民国大定县志》
是在记述同治初年农民起义时提到的。该书《前事志》载：“（同治二年） 苗匪袭据白泥屯，六月移

据大兔场。……匪势益张，移扎水城之米乐。分苗民为大堂，竹 （祝） 万春、何玉堂为堂官：夷民为

二堂，何五斤为堂官；仲家、穿青为三堂。以先生为尊称，以寺观为殿宇。堂官各率所属战守掠，食

尽则他往。”[35] （P89） 民国《镇宁县志·民风志·民族》第四种记述了“穿青，喜著青布，其先与汉族不

同，今则无异，惟妇女不缠足、著大花鞋、腰带头垂须一簇。此族又与凤头籍异 （凤头籍或作凤头

鸡）”[33] （P593） 等内容，并将“穿青”与“李民子”、“屯堡人”并举为另一族群，笔者认为，结合史

志及“民间称谓已久”的实际，“穿青”这个名称应该在清代中期就已诞生。
总之，贵州方志对穿青人的称呼，有官称和俗称两种。官称是以来历或身份命名，俗称是以服色命

名。官称有“里民子”等称呼；俗称有“穿青夷民”、“穿青”等称呼。无论是官称还是俗称，不同的

名称所记述的内容都是反映穿青人的历史、社会身份、经济方式和风俗习惯。
三、贵州方志中“土人”、“里民子”及“穿青人”记载的相关问题

早期“穿青人”先民从贵州以东诸省迁入，这在贵州部分方志有一定记载，是比较可信的。笔者对

穿青人是由“土人”、“里民子”发展而来的观点不敢苟同。因为土人与里民子在分布区域、经济方式、
语言、服饰、风俗习俗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详见下表。

土人与里民子比较一览表

（注：笔者根据《贵州通志·土民志六》及贵州其它相关方志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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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及贵州相关方志，笔者认为，下列问题有必要厘清。
（一） “土人”与土家族先民具有深厚的渊源关系

明代和清代前期贵州土人和土家族先民居同地、族同源 （思播流裔）、生活习俗相同、宗教信仰一

致。笔者以为，“土人”与土家族先民具有深厚的渊源关系。
第一，从分布区域看，土人和土家族先民共居一地。明代嘉靖《贵州通志·风俗志》中提到的“土

人”，除黎平府曹滴洞司土人外，其邛水司 （今贵州印江）、铜仁司 （今铜仁）、省溪司 （今江口）、乌罗

司 （今松桃） 均在今土家族聚居区。施秉及黎平府曹滴洞司的土人“多思、播流裔”，其实这部分土人

也有部分是早期的土家族。不可否认的是，清代之后西迁至贵阳、贵筑、贵定、广顺等地的土人已基本

汉化，融入了汉族或其他民族。
第二，从生活习俗看，土人和土家族先民如出一辙。“土人”在艰苦的田间劳作过程中，种田人以

田间对歌的形式，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正所谓“种植时，田歌相答，清越可听”[4] （P480）。“田歌

相答”是土家族耕作时的特有习俗。因此，笔者认为，土人的“田歌相答”与明代思南府蛮僚“唱歌耕

种”[21] （P54） 及土家族先民的“薅草锣鼓歌”、“摆手歌”基本相同。而土人“哀怨殊可听”的歌曲与土

家族的“哭嫁歌”和“丧鼓歌”比较吻合。
第三，从宗教信仰看，土人和土家族先民基本一致。至今土家族地区的主要宗教祭典为“傩祭”，

这是一种接近戏曲，可以表演的宗教仪轨，表演者除了唱念台词外，还需要执道具进行舞蹈表演，这种

“傩戏”表演至今在黔东及黔东北地区十分盛行，被誉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而贵州方志所载土人

“击鼓以唱神歌”、“居宅皆供有坛神”[2] （P293） 等与土家族先民的宗教信仰别无二致。
也正是基于此，杨庭硕先生在《百苗图抄本汇编》中得出“土人是专事商贸活动的土家族”[36] （P191）

的论断。
（二） “土人”是一个多民族人们共同体

明清贵州方志把“土人”归为“夷属”、“苗属”，“通谓之苗蛮”等，说明“土人”是一个少数

民族集团[20]。明及清前期，土人居住在邛水司、省溪司、铜仁司、乌罗司、方番司、黎平曹滴洞司及

施秉、广顺、贵筑、贵定等地，并且呈逐渐西迁的趋势。我们有理由相信，贵州方志中记载的土人

是以土家族先民为主体并融合了其他民族而形成的多民族人们共同体。其风俗习惯具有民族文化多

样性：

明代思南府土人“采砂为业”，铜仁司土人“祭祀用鱼为牲，葬置棺，俗重山鬼”[22] （P269），清代广

顺、贵筑、贵定的土人“与军民通婚姻，岁时礼节俱有华风”[3] （P518）、“种植时，田歌相答”[15] （P481）

及水城厅土人“逐村屯以为傩”、跳“庆坛”戏[2] （P293），这与黔东土家族的风俗习惯相似。
明清时期施秉县土人“吹匏笙，连袂宛转，顿足歌舞，至暮而还”[25] （P22），这种习俗应视为苗俗，

因为匏笙 （即芦笙） 是苗族文化的标志；黎平府曹滴洞司土人“葬以鸡卵卜地，掷卵不破者曰吉地，葬

之”[22] （P270），这是十分明显的苗俗。
黎平府曹滴洞司土人“出则男负竹笼，妇携壶浆同行”[22] （270），则是较强的侗俗。
但从清朝中后期土人“服饰近汉人”、“已变汉装”，“婚丧之礼与汉人无甚差异”及“岁时礼节皆

同中原”的情况看，土人在乾隆年间后已成为一个汉化程度较高的人们共同体。
（三） 土人与里民子并非一脉相承

李汉林先生在《百苗图校释》书中说，黔中地区的各民族，在明、清两代，其称谓自成系统。汉移

民一般称为“宋家”或“蔡家”，苗族称为“苗”或“苗蛮”，布依族称为“番民”或“仲家”，土家

族则直接称为“土人”，以便将他们与“宋家”或“蔡家”区别开来，而不至于将他们误为汉族移民[31]

（P290- 291）。此话很有道理。只要翻检涉及贵州全省的方志或《道光贵阳府志》，没有哪一部方志不是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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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里民子分别叙述。因此，土人与里民子是两个不同的人群集团。从族源上看，他们并非一脉相承。
当然，在穿青人先民中，不排除有土人的融入，但主体应是里民子而不是土人。

明代及清前期贵州方志中的土人，主要指黔东及黔东北的土家族先民；清代中后期及民国贵州方志

中所说的“土人”，主要是指散居在黔中地区的土家族先民，但所载内容也包涵了黔东北土家族先民的

基本状况。杨庭硕先生认为，元代以前，贵阳地区仅有零星的土家族散居，元廷为了抑制水东、水西两

大地方势力的膨胀，有意识地扶植土家族思州土司和布依族小土司，以此削弱彝族土司的势力。因而，

不少土家族迁入贵阳地区定居，直到明朝中期，这样迁入的土家族成员一直是地方势力直接控制的居

民。“土人与汉族通婚姻，正是各代王朝扶植土家族地方势力的结果。这批土家族在改土归流后，逐渐

同化于汉族”[37] （P191）。李德龙结合黔东和黔中的实际，在《黔南苗蛮图说》中认为，“土人”应指土家

族，因为与当今土家族在贵州的居住地相吻合[38] （P89）。
清代中后期和民国时期贵州方志中出现的“里民子”，是指已经编为里的一批特殊的新纳税户，这

与清政府在改土归流之后推行里甲制度有关[32] （P266）。杨庭硕先生认为，所谓“里民”，就是编入甲里的

居民。称他们为“子”，是因为他们原先是彝族土司的荫庇户，在清代人的眼中仍然被视为少数民族的

原因[37] （P463）。从语言和习俗看，“里民子”的族属实为汉族[38] （P90）。其实，“里民子”和“土人”一

样，也是一个人们共同体，各地“里民子”的风俗不尽相同。
（四） 穿青人先民的主体是里民子

云南大学尤中先生1983年回复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的信函说：里民子中吸收了不少外来汉族人

口；里民子的核心部分当为布依族，他们更多地吸收了汉族人口和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39] （P129）。笔

者考察分析，穿青人主要聚居区处于乌江上游的六冲河、三岔河和鸭池河三条河流域。其北面主要是

彝族，南面主要是屯堡人，再结合嘉庆 《黔记》、道光 《大定府志》、光绪 《安南县乡土志》、宣统

《贵州地理志》、民国《贵州通志》、民国《清镇县志稿》、民国《镇宁县志》、民国《郎岱县访稿》等

方志记载的里民子及近二十年编纂的《织金县志》、《大方县志》、《平坝县志》等方志记载的穿青人

的相关内容，笔者认为，里民子和穿青人在居住区域、经济方式、语言服饰、风俗习俗等方面情况基

本相同，当今黔西北穿青人先民的主体是清代编入甲里的居民———里民子，而并非是调北征南的屯军

亲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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